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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知幾史学思想辨析”笔谈

　　【编者按】　唐刘知幾所著《史通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。该书就历史编纂、史官建置、史馆制

度、史学审美、史学批评、史家主体、史学功用等多层次展开了深入探讨，具有突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，被视为治中国史

学者“看家的书”。对于这部史学经典，历代学人已经展开充分研究并形成了“史通学”。今天，我们阅读《史通》、理解
《史通》，在关注它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之贡献的同时，是否可以从中读出超脱时代、超越中西，而于现今历史学一般理论

问题有益的启示呢？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，选取《史通》中的《采撰》《书事》《探赜》《鉴识》四篇，由概念的生成与史学活

动的展开，论及历史撰述中史料的搜集与处理、叙事主线的规划与实现、史家治史过程中的认识论，以及研究者的一

般性认识活动等触及史学理论原则的问题，旨在推动传统史学理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激发传统史学

理论的生命力，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。

《史通·采撰》论历史撰述之得失

陈 安 民

刘知幾在《史通》卷五中，专立《采撰》等篇探讨历史撰述活动的史料搜集与别择。然而他以“采撰”
名篇，却未在本篇正文和《史通》他篇中使用这一概念。这与“直书”“曲笔”“书事”等不同，与“叙事”的出
现频度更相去甚远。刘知幾言采撰，秉持以“实录”之史的严格标准，且以此论经衡文。清人浦起龙称赞
此篇“持论正大方严”，并将之作为刘知幾学识卓越之证［刘知幾撰，浦起龙通释：《史通通释》卷五《采
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１０９页（此条文献出处下文简称浦起龙通释本）］。不过，自史学
“近代化”以来，有针对性的批评则多了起来，或基于“作史料读”而非“作史读”批评其有损史料保存，或
基于经史之分而批评其不通经学只专史学，或基于文史不同而批评其以史论文（参见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
研究法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４９页；吕思勉：《史通·采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，
第８５～８６页；钱穆：《中国史学名著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１７８页；李振宏：
《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———纪念刘知幾诞辰１３５０周年》，《史学月刊》２０１１年第１期，第１１７～１２７
页）。《采撰》篇本身的特殊之处和后世评价的巨大反差，无不昭示着细读此篇的独特魅力。

一　“采撰”与历史撰述

何谓“采撰”？《采撰》篇并未明确界定，但篇文内容本身结构清晰、问题指向明确。以浦起龙《史
通通释》本的段落划分来看，首段正面阐述采撰的重要作用与基本原则，余下七段皆批评采撰不实。
主旨所在，正是明人郭孔延所说的“采撰当博、舛驳当择”（郭孔延：《史通评释》卷五《采撰》，上海：上海
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版，第５６页），而重心则在强调“史家要严肃地审查和采辑文献”（瞿林东：《魏
晋南北朝隋唐史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，第３４０页）。如果具体寻绎其主旨，大致
可以从如下几层来看。

一是强调史料是历史著作的基础。《采撰》篇起首便道：“子曰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。’是知史文有
阙，其来尚矣。自非博雅君子，何以补其遗逸者哉？盖珍裘以众腋成温，广厦以群材合构。”（《史通·
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６页）离开史料，撰史便无从谈起。当其无，唯有阙而不书；当其有，则广搜
博采而慎用。这里的“博雅”，既是对史家素养的期盼，也是对史著的史料之量与质的要求。刘知幾特
意赞誉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正因为它们在史料采择上做到了博雅与阙疑并重。此篇之外，《书志》篇
所谓“无为强著一书”，《探赜》与《人物》篇关于伯夷叔齐何以居列传之首的不同解释，《古今正史》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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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司马迁不言神农以前、班固不知颛顼之事，皆反映了他对于史料乃史著之根基的清醒认识。
二是强调史料采择是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刘知幾说：“自古探穴藏山之士，怀铅握椠之客，

何尝不征求异说，采摭群言，然后能成一家，传诸不朽。”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６页）这
既是强调史料搜集的广博，也是关于历史撰述活动的程序性认识，“谓作史当以采摭始而以撰述终也”
（程千帆：《〈史通〉笺记·采撰》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，第７７页）。历史撰述活动，可大致
划分为史料搜集考订与勒成删定两个紧密联系而各有区别的阶段。这一认识，与他对史学活动的两
种类型划分，也可互为呼应。他说：“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简；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
创者，资乎博闻实录，若董狐、南史是也；后来经始者，贵乎俊识通才，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，
前后不同。然相须而成，其归一揆。”（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３０１页）理解所谓“当时”
与“后来”，自不必拘泥于时间的先后，同一时空的不同史家、甚至是同一史家，皆可存在不同侧重的史
学活动选择。此篇所言采撰，正是从“后来之笔”即撰述的角度探讨“史料之搜采别择”。

三是强调考信以获取可靠的历史事实。《采撰》篇首段之后的余下部分，是以批评的形式揭示历
代史著在采撰上的失误。先有“引书之误”的历史追溯，进而剖析范晔、沈约、魏收、唐修《晋书》之谬，
然后又分别指出地域与宗族、传闻不确、时代淆乱等因素所造成的是非乖滥，最后指出口碑采访不如
竹帛正言可靠。“苟不别加研核，何以详其是非”的警示，“异辞疑事，学者宜善思之”的企盼，明确传达
了刘知幾意图通过批评以甄别是非、疑异，从而获取“实录”“事实”的目的（参见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
通释本，第１０７～１０９页）。采撰要达到的这一目标，如果借用他篇之语，正是《言语》篇所谓“事皆不
谬”（《史通·言语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４２页）。唯得此前提，方有编次勒成信史之可能。

历史撰述在史料上当博雅并重，《采撰》篇一再强调的这一核心思想，上承司马迁等人，后又有承
继发展。如郑樵盛赞司马迁而批评其博雅“不足也”（郑樵编撰：《通志·总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７
年版，第１页），章学诚赞赏郑樵“欲匡正史迁，益其博雅，贬损班固”而成别识心裁、通史家风（章学诚
著，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，第４６３页），皆可见采撰“博雅”合一之为
人所重。不过，从概念运用的角度审视，“采撰”能否称成功则又有可说。一则，作为“采撰”概念的首
次提出者，刘知幾自己在《史通》中更多使用的仍然是“采”及含有“采”字的其他表达（多达６０余次）。
如他在《古今正史》篇言及班彪不满前史，“于是采其旧事，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其子固以父
所撰未尽一家，乃……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”（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３１４页）就
明确区分了“采”与“作”“撰”。那么，他为何在篇名中连用“采”“撰”二字，正文中却仅论前一方面？或
许，视篇名“采撰”为偏义复词，如此则可解释篇文所论缘何仅凸显“采”而虚化“撰”。二则，“采撰”在
后世有一定的运用，但范围与影响有限。除有关《史通》的各家注评必见、个人文集偶用之外，中国古
代采用“采撰”一语的情形大致如下。就大型类书来看，宋初所修《册府元龟·国史部》分１４门凡９卷
（５５４—５６２卷），采撰门即占１／３篇幅（５５５—５５７卷）。然观其内容，是将之作为官私撰述的史学活动
及其成果的综合性概念。就著名史家史著来看，南宋史家郑樵曾经使用“采撰”一语。《通志·乐略第
一》谈及“相和歌三十曲”的由来，篇末道：“晋荀勖采撰旧诗施用，以代汉、魏，故其数广焉。”（郑樵撰，
王树民点校：《通志·二十略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８９９页）然仅此一见。在《通志·总序》
中，郑樵批评司马迁博雅不足，曾明确言及刘知幾的批评，然而用语依然是“采摭未备，笔削不遑”（郑
樵编撰，王树民点校：《通志·总序》，第１页）。就目录著作而言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批评《晋书》，观点颇
类刘知幾，表述则是“其所采择，忽正典而取小说”（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五《史部·正史类
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，第４０５页）。这些情形表明：作为偏义复词的“采撰”在刘知幾之后的
古代史学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其范围相对有限；表达历史撰述的史料搜采环节，他自己在正文中
曾使用的“采”与“采摭”等，使用频度更高。

二　“采撰”如何成就历史名著

据今人统计，《史通》引书多达３４５种（马铁浩：《〈史通〉引书考·自序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
版，第２页）。观《古今正史》篇可见，其中可称为历史名著者自然不少。然而《采撰》篇视为正面典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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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过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三种而已。正如刘知幾在《探赜》篇所说：“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，夜光之
璧不能无颣，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。”（《史通·探赜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９６页）即使对此三书，在本
篇和他篇中也多有基于采撰标准的批评。赞誉未必皆如实，批评又或未皆妥当。由其抑扬之处加以
分析，正可揭示采撰成就历史名著的几个典型特征。

一则，以采撰凸显历史名著的要义在于呈现事实之真。既然称为历史名著，最为内核的要求当是
真实可靠的史料及其承载的历史事实。刘知幾在《采撰》等篇正面彰显博雅阙疑典范、反面批评各家
失误，明显呈现有意区别儒家经典、文学作品的特点。《载文》篇强调“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”，认为史著
载文需“文皆诣实，理多可信”、不取“悠悠饰词”，方是“去邪从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”（《史通·载文》，
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１７页）。《杂说下》篇肯定因士燮、刘昞著录而边隅之人事、风俗方得传诸后世，则
言“是知著述之功，其力大矣，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”（《史通·杂说下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

４８６页）？明确赋予了史著不同于文学作品的承载历史事实的功能。《古今正史》篇说：“经成以授弟
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为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，
其事实皆形于传。”（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３０９页）这段话承继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
所言而加以发挥，又彰显了史传不同于经书的“本事”与“事实”。其实，这也正是《采撰》篇言“丘明受
经立传，广包诸国”的思想语境。达成这一目标，必有赖于博采各“国”、各类可信史料。

二则，以采撰获取博雅之史料。言及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成功，刘知幾指出：“盖当时有《周志》
《晋乘》《郑书》《楚杌》等篇，遂乃聚而编之，混成一录。向使专凭鲁策，独询孔氏，何以能殚见洽闻，若
斯之博也？马迁《史记》，采《世本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。至班固《汉书》，则全同太史。自太初
已后，又杂引刘氏《新序》《说苑》《七略》之辞。此并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，故能取信一时，擅名千载。”
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６页）这段话似可从三方面来看。一是强调它们在史料采撰上呈
现共同特征，即来源上具有“国别”、地域、类别的广博，可信度上皆“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”。二是刘知
幾的举例，所强调者乃在可靠的文献史料，与《采撰》篇末对司马迁、孙盛游历采访证据的批评恰成呼
应。《古今正史》篇谈《史记》的材料来源，“采《左传》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，据楚、汉列国时事”
（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３１２页），比《采撰》篇的表述相对详尽、区分更细致，更加彰显
了贯通古今之通史的文献史料特征。三是“全同太史”所表征的如何对待前代权威的问题。今人普遍
认为，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时空重叠部分多用旧文，而又有许多重要的史料补充和修订，郑樵所谓“尽窃迁
书”确过偏激。历史的再写，后出史著与已有撰述在史料上的应有关系，《汉书》的成功有值得借鉴之处。

三则，阙疑却不消极，积极询采以补正典旧史所缺。赞扬马班采撰博雅而成信史之后，刘知幾开
始追溯“中世”以来“引书之误”的萌生。传说、神话、寓言、图谶的入史，被他目之为“舛驳”“异端”“虚
益新事”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７页）。近人张舜徽曾特意将刘知幾论马班典范与引书
之误这段联系起来评点，指出司马迁“于太古之事，言必有征，不知则阙，绝不纠缠于荒远无稽之谈，足
以见其采撰矜慎之意”，后汉尤其是魏晋以来，“意追高远，语崇虚漠。遂不得不采及杂书，醇驳莫辨”，
因而肯定刘知幾的判断“非苛论”（张舜徽：《史学三书平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，第５４～５５
页）。刘知幾解释司马迁为何将伯夷、叔齐置于列传之首，曾特意指出：“案史之于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
无其事则缺。”（《史通·探赜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９６页）远古之事，文献无稽，阙疑无可厚非，但优秀
的史家也并非一概置之不理。相关的民间传闻，如能调查后甄别采录，亦可见古史踪影。对于近代之
事，访诸故老，更是极为必要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在这方面，《史记》作者以其广泛的游历和探查，展现了田野调查增辉千古名著的宝贵价值。近人
程千帆点评《采撰》篇时曾经系统梳理司马迁本人所道及的史料来源，除“取资于简册者”外，尚有“取
资于亲闻于时人之所言者”“取资于亲履其地之所闻见者”“亲见其人而为之传者”（程千帆：《〈史通〉笺
记·采撰》按语，第７８页）。面对这样的实际，刘知幾在《采撰》篇末却认为：“观夫子长之撰《史记》也，
殷、周已往，采彼家人；安国之述《阳秋》也，梁、益旧事，访诸故老。夫以刍尧鄙说，刊为竹帛正言，而辄
欲与《五经》方驾，《三志》竞爽，斯亦难矣。”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９页）这里的《三志》本
身包含《史记》，刘知幾的表述首先就有内在的逻辑错误。而其一味崇尚文献贬低口碑的态度，遭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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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家《史通》点评者如吕思勉、程千帆、张舜徽等人的一致否定。刘知幾的不当批评，恰恰从反面彰显
了司马迁并重各类文献、且辅以调查口碑的采撰，正是《史记》得以成功的秘诀。

史著的史料广博，是史家主观努力搜求的结果，然亦颇多为时代条件所成就与制约。刘知幾在
《探赜》《烦省》《古今正史》等篇明确指出：时代与社会的发展，诸如从割据分立到大一统、从见告制度
到严密史事征集系统的建立，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等，皆对史家撰述的史料搜集有直接影响。正因为
如此，他对唐代史馆的批评之一，便是史料汇集系统的崩坏。综观历代史料集散，刘知幾提出了这一
带有理论总结的命题：“余以为近史芜累，诚则有诸，亦犹古今不同，势使之然也。”（《史通·烦省》，浦
起龙通释本，第２４５页）当然，史料的增多既是采撰广博的机遇，也是考辨别择的挑战。

三　历史研究者应该怎样对待“采撰”

博雅统一的理想典范稀见，存在各种瑕疵甚至重大缺陷者却在在多有。“夫人识有不烛，神有不
明，则真伪莫分，邪正靡别。”（《史通·暗惑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５３６页）错误源于作者，而其纠正克服
也要依赖于撰述者的主观努力。

首先，要在思想上克服“务多为美，聚博为功”的倾向。《采撰》篇批评“中世作者”之失外，又特意
批评范晔采录“王乔凫履”“左慈羊鸣”等荒诞不经之说。至于唐修《晋书》的失误，好奇爱博则更加严
重。在他看来，《语林》《世说》《幽明录》《搜神记》非圣乱神，“所载或恢谐小辩，或神鬼怪物”，为正直、
精核的史家所弃，却被官修《晋书》采以为书，这是典型的“务多为美，聚博为功”。后世评论家或批评
刘知幾是秉持史学的实录精神苛求文史同源的琐言杂记，显然轻忽了刘知幾有意厘定文史界限的追
求；或以史料存留而非史著编次的角度指责其删改过严，致使后世神话史家、社会史家等史料无征，且
又脱离了刘知幾言采撰乃基于“编次勒成”的基点。《采撰》篇言“晋世杂书”，立意主在批评（《史通·
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７、１０８页）；《杂述》篇则逐一介绍各家（偏纪、小录、逸事、琐言、郡书、家史、
别传、杂记、地理书、都邑簿）缘起和特性，分别阐述其优缺点。显然，刘知幾并未一概否定，而是严肃
分析各类文献的特点，以供有针对性采摭。《补注》篇曾批评裴松之、陆澄、刘昭、刘彤、刘孝标等人乃
“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骥尾，千里绝群”，《三国志》裴注“喜聚异同，不加刊
定，恣其击难，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，自比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”（《史通·补注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
第１２２、１２３页）。不必讳言，此处所议确有未妥。然其基本精神对于史家撰述不无告诫意义：史料之
博不是真伪高下不分、数量杂多的汇聚，也不是刻意发掘旧著所无，而是精心选择后的博雅统一之博。

其次，要力戒主观偏私。《采撰》篇批评沈约“好诬先代，于晋则故造奇说，在宋则多出谤言”“魏收
党附北朝，尤苦南国，承其诡妄，重以加诸”，这是典型的因朝代更迭、南北对立等政治立场不同而选择
性采录、甚至虚构史事抹黑他者。批评《晋书》着墨“江东五俊”、《后汉书》美言“颍川八龙”，是“征彼虚
誉，定为实录”，因为它们一则采自郡国之记，一则来自谱牒之书，要么“矜其州里”，要么“夸其氏族”
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７、１０８页）。不管是哪一类别的史料，既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之下
的具体之人所撰写，就难免环境和主观立场的局限。撰述者因偏私，往往褒美贬抑失当，刘知幾对此
予以了反复提醒，“圣人”亦不假言辞，《曲笔》《惑经》篇言之甚详。《杂说下》篇又说：“夫以宣尼睿哲，
子云参圣，在于著述，不能忘私，则自中庸以降，抑可知矣。如谢承《汉书》偏党吴、越，魏收《代史》盛夸
胡塞，复焉足怪哉。”（《史通·杂说下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４９２页）基于特定立场或者利益交换而生成
的历史叙事，采以为史前当加倍小心别择。

再次，要识别因传闻和时间因素造成的史实淆乱。《采撰》篇又道：“讹言难信，传闻多失……此皆
得之于行路，传之于众口，倘无明白，其谁曰然……夫同说一事，而分为两家，盖言之者彼此有殊，故书
之者是非无定。”“况古今路阻，视听壤隔，而谈者或以前为后，或以有为无，泾、渭一乱，莫之能辨。而
后来穿凿，喜出异同，不凭国史，别讯流俗。”（《史通·采撰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０８、１０９页）浦起龙认
为前者“言一时之讹传宜择”，后者“言旧说之舛讹宜择”（浦起龙：《史通通释·采撰》，第１０８、１０９页）。
二者虽性质有异，但成因却有相通之处，那就是没有明确可靠的史源。刘知幾所论对于历史研究者认
识口耳相传史料的固有特点，尤其是识别因爱奇心理、记忆不确而层累叠加所造成的时空误置等极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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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醒意义。从刘勰批评“俗皆爱奇，莫顾实理。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”（黄叔琳注，李详补
注，杨明照校注拾遗：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２０７页），到刘知幾《采撰》篇所
论可见明显的丰富；及至明人王世贞论野史“人臆而善失真”，又可见思想的深化、表述的凝练。

各代注评家和研究者已经指出，刘知幾所举例证不一定确切，将“国史”和“流俗”等简单对立，也
存在“过尊目击而贱传闻”之弊（吕思勉：《史通·申左》，第３２９页）。然而由《采撰》篇的此类两两对
比、《申左》篇的相关论述可见，刘知幾明确意识到了史料形成方式有亲见和传闻、原始文件和口头传
说、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多重不同，“这是以前史家所没有集中地提出过的”（白寿彝：《刘知几》，《中
国史学史论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２０６页），明显具有判断史料价值的方法论意义。

最后，要慎重载言载文。刘知幾关于纪传体史书如何载文，往往是结合编纂结构来看其适当与
否，《载言》篇的主要考虑即在于此。而从史料采撰的角度，除撰述宗旨和书事内容的规定外，核心考
量就是真实性。《采撰》篇综论史料采择之原则和得失，尤其是口碑之不可信者，紧随其后的《载文》篇
则主要针对“采他人文中之言”而发（吕思勉：《史通·采撰》，第８４页）。文学作品是否应该采集入史？
就典雅之诗歌辞赋来看，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“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”者可取，“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
返”“诡妄、淫丽”者当摒（《史通·载文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１４、１１５页）；就民间口头文学而言，《言语》
篇所谓“体质素美”者，举凡童竖之谣、时俗之谚、城者之讴、舆人之诵等“刍词鄙句”皆可（《史通·言
语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第１３９页）。有些特殊类型的文章，往往看似关涉军政大事，实则同历史本相距离
甚远。这就是刘知幾在《载文》篇所言魏晋以下之文的“五失”：一则“虚设”，如魏晋禅让劝进之书表，
实为篡夺，“徒有其文，竟无其事”。二则“厚颜”，如本来对手很英勇睿智，却在檄文中加以污蔑。三则
“假手”，指君主玺诰等出于臣下之粉饰。四则“自戾”，指面对同一人物，因其政治地位剧变而前后评
价矛盾。五则“一概”，指颂扬君臣、国体国势等，“虽人事屡改，而文理无易”，一概褒美夸大而善恶不
分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“虽事皆形似，而言必凭虚”。遗憾的是，“世之作者，恒不之察，聚彼虚说，编而
次之，创自起居，成于国史，连章疏录，一字无废，非复史书，更成文集”（《史通·载文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
第１１５～１１７页）。所谓“恒不之察”，当然失之绝对。如《旧唐书·杜佑传》载唐宪宗所颁杜佑的致仕
诏书颇多溢美之词，甚至有“出总戎麾”一语，而史臣紧接着的评价则直言“驭戎应变，即非所长”（刘昫
等撰：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，第３９８２页）。虽然后人对《载文》篇不
乏驳议（参见张舜徽：《史学三书平议》，第５８～６０页），然而刘知幾言采撰所持有的以求真衡文的主
张，从历史撰述的角度看，确实值得拥抱而非疑惧；所举“五失”，古代并不少见，当下何曾消亡。

四　结　　语

要言之，在刘知幾看来，采撰成就历史名著，主要体现在实现史料的量之博（“征求异说，采摭群
言”“探穴藏山”“访诸故老”）与质之雅（“言尤雅者”“事无邪僻”）相统一。所谓“珍裘以众腋成温，广厦
以群材合构”的两种比喻，意在说明历史名著系在广博搜集、精心别择史料的基础上匠心编次，从而造
就聚零散成整体、化平凡为神奇的品质提升。这或许也是他合用“采”“撰”以作篇名的深意所在。就
其别择而言，需要优秀的史家（“博雅君子”）以自己的学识与技能甄别虚实、去伪存真，而这又离不开
剖析各类史料的特点。刘知幾的相关论述与批评，是中国史学自孔子以来强调文献有征、博采阙疑并
重的优良传统，主要针对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好奇爱博、真伪难分、文史淆乱、重褒贬轻事实等不
良问题，进行的一次系统清理和采撰戒律重申。虽然个别观点和举证不无问题，但史料采择须“博”
“雅”合一的基本主张，为司马光、四库馆臣等史家所发展运用，又得郑樵、章学诚等人之别样发挥，共
筑了中国古代史学求实求信的史料观根基。

［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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